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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政府对农村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尽管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被认为有

助于促进农业发展，但是关于其如何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实证研究仍然较少。利用中国 1999—2011
年县级面板数据和同时期的交通地理数据，通过构筑准自然实验，并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高速公

路开通对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公路基础设施可以显著提高农业劳动

生产率。同时，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处理了高速公路线路规划的非随机性导致的模型估计内生性问题，

结果依然稳健。具体来说，高速公路开通使得县域农业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约 6%，其中，平原地区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明显高于丘陵和山地地区。在因果关系的识别中发现，高速公路的开通可以

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提升市场准入水平，进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通

过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贫困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显著高于非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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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要想富，先修路。”长期以来，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都是振兴农村发展和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

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投资农村公路建设，重点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建设资源路、旅游

路、产业路①。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超过 404 万公里。因此，评估交通基础设施对中

国农村发展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但这些研究的对象大都以城

市为中心，侧重工业部门或宏观发展指标［1 3］。其中一些文献研究了交通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和收

入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4 8］; 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人口、就业、贸易等方面的影

响［9 11］。以上研究充分肯定了交通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但对农村问题和农业生

产的研究略显不足。城市的经济活动和产业发展固然重要，但农业问题也不容忽视。中国的农村人

口仍占很大比重，城乡差距也依然巨大，而农业生产更是关乎国计民生。因此，提高中国农业的生产

力水平，以及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并消除贫困，是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此同时，我国耕地

面积的一半以上位于丘陵和山地地区，地形成为农田生产力的主要限制因素，但很少有研究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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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对生产力变化的影响［12］，因此，本文研究了交通条件的改善对不同地形区域农业生产的影响和

渠道机制，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和农业问题的文献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相关文献利用长时期历史交通

基础设施的数据，考察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的长期影响，发现道路连通有助于农业产出的增

加［13］。第二类相关文献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的影响，相关研究发现，发展中

国家农业生产力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可以用交通水平的差距来解释［14］。一些研究还发现交通

基础设施有助于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15 18］，同时有助于增加农业生产的技术和资本投入［19 20］。就

针对中国的研究而言，刘冲等［21］发现，中国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而且相比

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获益更大，因此缩小了城乡差距。然而，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农业生产，

他们并没有做更进一步的探讨。
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考察的是中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能否通过提高中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

率来促进农业发展。劳动生产率是衡量生产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指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

的产品价值。实证研究中通常采用人均产值来衡量劳动生产率，它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

一。同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根本性措施，是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内容，也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研究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如何

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显得尤为重要。
具体来说，本文基于 1999—2011 年全国范围内的县域样本计算了各区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

构筑一个准自然实验，将在这一时期内被高速公路连通的县作为实验组，未被高速公路连通的县作为

对照组，使用双重差分法，估计了高速公路通达性对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高速

公路在线路规划中可能存在选择性问题，即被接入高速公路网的地区可能与未被接入的地区存在着系

统性的差异，并由此带来模型估计上的内生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利用历史上的明代与元代的

驿站路网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处理。结果表明，高速公路的连通使当地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约 6%。
此外，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贫困县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显著高于非贫困县。在地形异质性分析中我们还

发现，公路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不同地理环境下的地区影响也不尽相同，其中，平原地区受到的影响要高

于丘陵与山地地区。进一步的渠道检验表明，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

平、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提升市场准入水平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对于不同地形下的地区而言，

其作用机理存在差异。交通条件改善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是平原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

因，丘陵和山地地区的农业生产则主要通过交通条件改善带来的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而获益。同时，

市场准入水平提升带来的贸易和市场需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地区的农业劳动效率。
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本文将高速公路建设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相结合，

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角度分析了公路基础设施投资在解决“三农”问题和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

的作用。本文采用多种计量模型，利用工具变量处理了高速公路线路规划中的内生性问题，估计了

公路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产出和效率的提升幅度，发现高速公路通达性显著提升了县域农业劳动生

产率。第二，虽然关于农业生产与农业效率优化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从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的视角，

研究其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内容并不多见，本文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类型的文献。本文的渠道检

验也发现，公路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第三，本文的

实证结果表明，与其他县级单位相比，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贫困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

大，这一发现丰富了关于农村扶贫的研究。
文章余下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估计结

果分析、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异质性分析; 第四部分是稳健性检验; 第五部分是影响渠道检验; 第六

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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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描述

本文实证分析的主要被解释变量是县级层面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定义为该县第一产业增加值除

以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这一数据以及其他的县级变量，包括人口数据、经济数据、县的类型、县
的面积等，均来自《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共计包括 22 个

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所辖的县级样本( 不包含市辖区) ，时间跨度为 1999—2011 年。这里需要

说明的是: 首先，之所以采用这个时间跨度，主要原因是统计年鉴在 1999 年之前以及 2011 年之后，

均存在较大的统计口径的改变。其次，本文剔除了在此期间因为“县改市”“县改区”等原因而使得

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发生改变的样本，以及部分变量缺失严重的样本。
高速公路路网的地理数据来自 1999—2011 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交通地图册》。相较

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高速公路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在 1992 年推出了《“五纵七横”国道主

干线系统规划》后，中国正式进入高速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截至 2019 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通

车总里程已经达到了 14． 26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具体到本文的研究，我们根据《中国交通地图

册》，利用 ArcGIS 软件，构建了一个关于中国高速公路路网地理信息的分年度电子数据库。该数据

库包含 1999—2011 年中国大陆地区高速公路的矢量分布图。基于 1999 年与 2011 年中国高速路网
表 1 高速公路通过县的数量和比例

年份 县 县级市 自治县 /旗 总数 总比例

1999 124 80 7 211 0． 106 2
2000 133 80 7 220 0． 110 8
2001 160 94 10 264 0． 132 9
2002 300 159 18 477 0． 240 2
2003 335 168 20 523 0． 263 3
2004 365 176 22 563 0． 283 5
2005 429 197 25 651 0． 327 8
2006 462 213 32 707 0． 355 9
2007 531 228 36 795 0． 400 3
2008 620 243 47 910 0． 458 2
2009 673 260 51 984 0． 495 5
2010 707 272 56 1 035 0． 521 1
2011 786 285 61 1 132 0． 569 9

的分布，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 1999 年，中国高速

公路建设仅仅只是初具规模，但截至 2011 年，高

速公路网已经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在该

电子地图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中国县级水平的行

政区划边界，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得到各年份

各县级单位区域内的高速公路里程数，以及相应

的县级单位地理中心到高等级公路网的距离，其

中包括到达高速公路的直线距离、到达高速公路

收费站的直线距离等数据。
具体到被高速公路网覆盖的县级行政区域，

表 1 报告了 1999—2011 年已连通高速公路网的

县级样本分年度统计结果。1999 年全国仅有 211
个县级行政区通了高速公路，而到了 2011 年全国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农业劳动生产率 第一产业增加值 /农林牧渔业从
业人数

25 254 2． 147 3 10． 138 7

高速通过 高速公路是否开通 25 707 0． 343 3 0． 474 8
元代线路 元代历史线路是否通过 25 707 0． 119 4 0． 324 2
明代线路 明代历史线路是否通过 25 707 0． 107 0 0． 309 1
户籍人口 ln( 年末户籍人口) 25 619 3． 531 1 0． 940 7
乡村人口 ln( 年末乡村人口) 25 293 3． 305 1 1． 015 6
固话用户 ln( 本地电话年末用户) 23 375 10． 595 0 1． 258 2
工业增加值 ln( 第二产业增加值) 25 499 11． 490 2 1． 647 4
财政收入 ln( 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25 560 9． 274 6 1． 388 1
财政支出 ln( 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25 590 10． 510 2 1． 080 3
居民储蓄 ln(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25 393 11． 891 3 1． 447 3
金融贷款 ln(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25 444 11． 735 2 1． 383 9
固定投资 ln(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23 377 11． 107 8 1． 712 5
社会福利 ln( 社会福利院床位数) 21 968 5． 691 1 1． 486 2
在校学生 ln( 中小学在校学生数) 23 532 10． 791 9 0． 970 8

已经有 1 132 个县级区域覆盖高

速公路网络，占全国县级行政区

总数的一半以上( 这里的县级行

政区不包括市辖区部分) 。
除此之外，本文在分析中还

考虑了其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可

能存在影响的因素，并控制了县域

年末人口、乡村人口、社会福利、财
政收支等变量。表 2 是本文主要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部分变

量本文还会在后面做详细介绍。
县域农业发展会受气候、地

貌等多重复杂的自然环境因素

影响。中国地形西高东低，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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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梯分布，山地和丘陵主要分布在各级阶梯交界地区，平原主要分布在各个盆地和冲积平原当中。
各县域的地形环境特征具体表现为: 在东北和华东地区，以及内蒙古、新疆的各盆地中呈现出大量的

平原分布，这些地区具有较好的农业耕作条件; 崎岖的山地和丘陵区域主要位于青藏高原西南边界

处，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的交界处，第二阶梯的横断山脉、云贵高原及秦巴山地，第二阶梯与第三阶

梯的交界处和南岭地区，其土地利用条件相对恶劣［22］。在本文研究的样本中，非平原地形占比超过

70%，因此，研究不同地形下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的差异和渠道机制也就尤为重要。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

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采用县级层面的面板数据，通过构筑一个准自然实验，将 1999—2011 年

间被高速公路连通的县作为实验组，未被高速公路连通的县作为对照组，使用双重差分法，估计高速

公路通达性对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本文使用的带有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Yit = α + βHit + γXit + μi + φt + εit ( 1)

表 3 基本回归结果

最小二乘估计 第一阶段回归 工具变量估计

( 1) ( 2) ( 3) ( 4) ( 5) ( 6)

高速通过 0． 045 0＊＊＊ 0． 034 1＊＊＊ 0． 075 5＊＊＊ 0． 060 0＊＊＊
( 0． 014 1) ( 0． 012 7) ( 0． 023 2) ( 0． 022 1)

元代线路 0． 597 3＊＊＊ 0． 591 0＊＊＊

( 0． 027 7) ( 0． 028 6)
明代线路 0． 483 6＊＊＊ 0． 477 1＊＊＊

( 0． 035 8) ( 0． 036 5)
户籍人口 0． 015 0 0． 000 5 0． 014 6

( 0． 033 3) ( 0． 014 7) ( 0． 033 3)
乡村人口 －0． 084 0＊＊ －0． 014 6 － 0． 083 5＊＊

( 0． 027 6) ( 0． 015 1) ( 0． 027 4)
固话用户 0． 024 6* － 0． 025 9＊＊ 0． 025 4*

( 0． 013 7) ( 0． 011 0) ( 0． 013 6)
工业增加值 0． 032 8* － 0． 029 7＊＊ 0． 033 2*

( 0． 019 1) ( 0． 011 7) ( 0． 019 0)
财政收入 0． 020 0 － 0． 007 7 0． 020 7

( 0． 025 1) ( 0． 012 8) ( 0． 025 0)
财政支出 0． 085 9＊＊＊ －0． 040 9＊＊ 0． 086 8＊＊＊

( 0． 026 3) ( 0． 018 5) ( 0． 026 3)
居民储蓄 －0． 028 8* － 0． 027 8＊＊ －0． 027 9*

( 0． 015 9) ( 0． 013 1) ( 0． 015 9)
金融贷款 －0． 008 8 0． 032 2＊＊ －0． 009 9

( 0． 016 1) ( 0． 012 7) ( 0． 016 1)
固定投资 0． 012 8* 0． 011 2* 0． 012 3*

( 0． 007 0) ( 0． 006 7) ( 0． 006 9)
社会福利 0． 011 7* － 0． 002 6 0． 011 8*

( 0． 006 6) ( 0． 004 6) ( 0． 006 6)
在校学生 －0． 075 8＊＊ 0． 004 7 － 0． 075 9＊＊

( 0． 034 4) ( 0． 025 6) ( 0． 034 2)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5 253 21 139 25 707 20 899 25 177 21 109
Ｒ2 0． 742 1 0． 758 2 0． 488 0 0． 490 8 0． 741 9 0． 758 0
F 统计值 631． 392 8 599． 376 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
值为标准误; 在下文所有表格中，如果未特别说明则被解释变量均为农业
劳动生产率; 同时，下文会继续控制年固定效应和县固定效应，并加入表 3
中的控制变量，篇幅所限，下文表格中不再显示具体结果; 表中所有控制变
量均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县和年，Yit表示县 i 在第 t 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对数。Hit表示县 i 在第 t
年的高速公路通达性，即该县在

当年是否有高速公路通过。如

果没有高速公路通过，则为 0; 在

有高速公路通过之后，则为 1。
本文在之后的稳健性检验中还

采用了多种其他变量测度通达

性。Xit是控制变量，包括年末户

籍人口、第二产业增加值、政府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政府财政一

般预算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额，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福利数据

等。μi 是地区层面的固定效应，

φt 是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εit是

残差项。本文所有回归的标准

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 一) 基本结果

在上述模型设定中，解释变

量 Hit的系数 β 是本文主要关心

的结果。表 3 汇报了模型的基本

估计结果。其中，列( 1) 为没有包

含任何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结

果显示，相对于对照组内的县级

样本，高速公路连通的县级地区

的劳 动 生 产 率 显 著 提 高 了 约

4． 50%。在列( 2) 中加入了其他

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的系数值变

小，但依然显著。结果显示，有高

速公路通过的县，农业劳动生产

率显著提高了约 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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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固定效应模型虽然可以消除一部分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但交通线路规划仍然存在选择性

问题。难以测量的土地质量、地形等因素可能同时影响政策规划和农业产出，产生内生性问题，进而

导致遗漏变量偏误［23］。为解决非随机选择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在实证研究中通常会剔除对政策实

施产生影响的数据。一些文献认为大中型城市的选择会影响估计结果，但城市间被交通线路被动连

接的区域相对随机［24］。因此，通过剔除大城市数据，只保留被交通基础设施偶然和随机连接的数

据，可以解决道路规划的内生性问题。由于本文研究不包含市辖区样本，所以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
除此之外，本文还使用历史线路作为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由于历史线路的规划

不大会受到当前各地区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所以相对于当前的线路规划来说是外生的［25 27］。因

此，本文选择元代主要干线和明代驿路作为高速公路网的工具变量。由于历史道路不随时间变化，

因此，可通过将历史道路与时间变量进行交乘来处理这一问题。就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而言，历史上

的道路受制于当时的情况，更倾向于考虑军事和政治统治问题，线路选择上受经济因素影响有限，而

且这些道路修建于元代和明代，距今已超过 400 年，与当代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很小，因此作

为高速公路的工具变量较为合适。从表 3 的第一阶段回归中可以发现，历史线路与高速公路存在显

著的相关性。表 3 的列( 5) 和列( 6) 汇报了第二阶段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与最小二乘估计结果相

比，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都没有变化，但回归结果的系数值变大，连通高速公路将使县域农业劳

动生产率提高约 6%，这说明内生性问题会使我们低估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表 4 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 1

( 1) ( 2) ( 3) ( 4) ( 5)

高速通过 0． 060 0＊＊＊ 0． 062 9＊＊＊ 0． 055 3＊＊ 0． 061 6＊＊＊ 0． 067 3＊＊＊

( 0． 022 1) ( 0． 023 3) ( 0． 021 7) ( 0． 022 4) ( 0． 023 1)

剔除省会样本 否 是 否 否 是

剔除市县同名样本 否 否 是 否 是

剔除百强县样本 否 否 否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1 109 19 105 20 449 19 685 17 796
Ｒ2 0． 758 0 0． 752 1 0． 760 4 0． 762 0 0． 753 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
的数值为标准误。

受路径依赖［28］ 等因素的影响，

某些地区当代经济发展水平与历史

上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

联系，因此，历史交通线路的选择也

可能无法完全外生于当代经济发展

水平，从而影响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

的有效性，导致现有工具变量的估计

结果存在偏误。因此，我们通过剔除

长期发展稳定的样本，来进一步增强

工具变量估计的有效性与 合 理 性。
在表 4 和表 5 中，我们剔除了有可能

受这一问题影响的样本。在表 4 中，

表 5 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 2

( 1) ( 2) ( 3) ( 4) ( 5) ( 6)

高速通过 0． 060 0＊＊＊ 0． 053 8＊＊ 0． 045 1＊＊ 0． 053 9＊＊ 0． 055 1＊＊ 0． 048 2＊＊

( 0． 022 1) ( 0． 022 1) ( 0． 021 6) ( 0． 023 4) ( 0． 022 6) ( 0． 020 9)

剔除口岸样本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剔除运河样本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剔除中心样本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剔除江浙样本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1 109 20 377 19 367 19 956 19 469 17 480
Ｒ2 0． 758 0 0． 768 7 0． 753 0 0． 755 6 0． 751 9 0． 750 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
数值为标准误。

具体的样本处理方式为: 剔除省

会城市下辖的县级样本，以避免

长期形成的经济集聚的影响; 剔

除与地级及以上城市同名的县级

样本，以排除过去“府县同郭”的

影响; 剔 除 2012 年 的 百 强 县 样

本，以排除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

影响。表 4 的估计结果表明，剔

除这些样本后，估计结果的数值

和显著性变化不大。在表 5 中，

具体的样本处理方式为: 剔除元

明时期主要口岸 ( 包括海港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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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岸，既有泉州、广州和天津等，也有武汉三镇和九江等) 附近的样本，排除古代交通和地理优势的

影响; 剔除运河附近的样本，避免运河经济的长期影响; 剔除明代经济政治中心附近的样本，排除杭

州、苏州和景德镇等古代经济中心，扬州、徽州、湖州和太原等古代主要商帮聚集地，以及顺天府( 北

京) 、应天府( 南京) 、凤阳府和承天府( 安陆) 等政治中心的长期影响; 剔除元代江浙行省，即明代苏

松、南直隶和浙江布政使司的样本，避免元明时期经济和地理条件对古代驿道系统和当前经济构成

的影响。从表 5 的估计结果来看，剔除这些可能存在历史影响的样本后，估计结果的数值和显著性

略有下降，但仍具有稳健性。
( 三) 共同趋势分析

对于双重差分估计的有效性而言，其必要条件是在高速公路开通以前，对照组与实验组内的县

域劳动生产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为了检验这一平行趋势，本文根据 Jacobson et al．［29］和

Li et al．［30］所使用的方法，检验了前置影响和滞后效应。具体检验模型如下:

Yit = α + βk∑ －4≤k≤4
Hi，t0+k + γXit + μi + φt + εit ( 2)

表 6 共同趋势分析

最小二乘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

( 1) ( 2) ( 3) ( 4)

高速通过 － 4 0． 018 4 0． 013 7 0． 019 5 0． 015 8
( 0． 018 3) ( 0． 017 7) ( 0． 018 4) ( 0． 017 9)

高速通过 － 3 0． 006 1 － 0． 002 6 0． 006 4 － 0． 002 4
( 0． 010 4) ( 0． 010 6) ( 0． 010 3) ( 0． 010 6)

高速通过 － 2 0． 002 4 － 0． 002 9 0． 002 7 － 0． 002 2
( 0． 013 1) ( 0． 012 5) ( 0． 013 1) ( 0． 012 5)

高速通过 － 1 0． 017 9 0． 010 9 0． 006 9 － 0． 006 8
( 0． 015 8) ( 0． 015 4) ( 0． 021 6) ( 0． 021 8)

高速通过 + 0 0． 035 9＊＊＊ 0． 023 8＊＊＊ 0． 058 5＊＊ 0． 060 1＊＊

( 0． 009 4) ( 0． 008 8) ( 0． 029 6) ( 0． 030 6)

高速通过 + 1 0． 035 6＊＊＊ 0． 025 8＊＊＊ 0． 026 3* 0． 010 6
( 0． 008 3) ( 0． 007 8) ( 0． 013 7) ( 0． 013 9)

高速通过 + 2 － 0． 000 1 － 0． 003 9 0． 000 4 － 0． 002 4
( 0． 007 6) ( 0． 007 9) ( 0． 007 6) ( 0． 007 8)

高速通过 + 3 － 0． 001 5 0． 003 9 － 0． 001 1 0． 004 5
( 0． 007 4) ( 0． 007 3) ( 0． 007 4) ( 0． 007 3)

高速通过 + 4 0． 097 7＊＊＊ 0． 053 2＊＊＊ 0． 099 0＊＊＊ 0． 055 3＊＊＊

( 0． 013 0) ( 0． 012 1) ( 0． 012 9) ( 0． 012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1 083 21 083 21 054 21 054
Ｒ2 0． 742 9 0． 758 9 0． 742 8 0． 758 7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
著，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模型( 2) 中 Hi，t0 + k表示围绕高速公路开

通这一事件的时间虚拟变量，其中 t0 为 i 县

被高速公路连接的年份，k 表示之前或者之

后的年份，其中 k = － 4、－ 3、－ 2、－ 1、0、1、
2、3、4，省略的时间类别为 k ＜ － 4。参数 βk

表示高速公路开通 k 年后的影响，这里假设

事件的发生会影响到之前四年的农业劳动

生产率。表 6 中的估计结果显示: 高速公路

开通前四年的系数都不显著而且数值较小，

表明在高速公路开通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

的趋势是相似的; 而高速公路开通之后，系

数显著为正。这一结果给了本文一个有利

的证据，即在高速公路开通前，对照组和实

验组存在共同趋势，因此，是高速开通本身

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作用。
( 四) 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扶贫的影响

由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是促进农村地

区脱贫的常用政策手段，因此，本节通过分

样本回归重点考察高速公路的通达性对贫

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异质性影响。事实上，以

往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

也会有所不同。Pollin et al．［31］发现，20 世

纪 80 年代之前美国的基础设施投入明显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之后逐步减弱。他们认为在

已经得到基本满足的基础设施水平下，新增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不再明显。Bougheas et al．［32］认为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表现出阶段性差异。
本文基于国务院扶贫办 2001 发布的“新时期 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将样本分

成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并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在表 7 的列( 1) 和列( 2) 中，高速公路的通达性对贫困

县与非贫困县均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幅度差别较大，对贫困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是非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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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贫困县分样本

全样本 中东部 西部

( 1) ( 2) ( 3) ( 4) ( 5) ( 6)

贫困县 非贫困县 贫困县 非贫困县 贫困县 非贫困县

高速通过 0． 124 3＊＊＊ 0． 039 5* 0． 029 2 0． 061 7＊＊ 0． 164 5＊＊ －0． 004 8
( 0． 043 9) ( 0． 023 4) ( 0． 037 3) ( 0． 026 8) ( 0． 076 7) ( 0． 030 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 748 15 361 2 028 9 992 3 720 5 369
Ｒ2 0． 799 4 0． 743 4 0． 866 3 0． 729 2 0． 771 5 0． 787 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
的数值为标准误。

困县的 4 倍。可见，公路基础设施投

资是制约中国贫困地区发展的一个

重要因素。同时，本文进一步将全样

本分成中东部与西部样本，结果发

现，高速公路对西部贫困县的影响显

著高于对中东部贫困县的影响。
( 五) 地形异质性分析

中国地 形 复 杂，自 然 资 源 禀 赋

分布不均。地形禀赋约束是导致农

业发展区域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平

原地区与丘陵山地地区是中国农业

现代化 发 展 的 两 个 极 端［33］。丘 陵
表 8 地形分样本

全样本 中东部 西部

( 1) ( 2) ( 3) ( 4) ( 5) ( 6)

平原 丘陵山地 平原 丘陵山地 平原 丘陵山地

高速通过 0． 065 8＊＊＊ 0． 039 0* 0． 115 8＊＊＊ 0． 063 6＊＊ 0． 058 1 0． 015 3
( 0． 020 4) ( 0． 022 1) ( 0． 040 0) ( 0． 030 6) ( 0． 082 7) ( 0． 034 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6 194 14 752 4 623 8 301 1 571 6 320
Ｒ2 0． 805 0． 744 0． 810 0． 712 0． 804 0． 807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
的数值为标准误。

山地地区的地理条件较平原地区更

为复杂、土地相对细碎，对农业生产

机械作业形成约束，机械对劳动力

的替代难以实现［34］，同时这些地区

还面临着农业生产成本更高、市场

规模更小等现实问题。因 此，交 通

基础设施改善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促进作用也有可能受到地理因素的

影响。为识别地形异质 性 的 影 响，

本文使用《中国县 ( 市) 社会经济统

计年鉴》中的地形分类，将样本中的

县域分为平原地区和丘陵山地地区，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在表 8 的列( 1 ) 和列( 2 ) 中，高速公路

的通达性对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地地区均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幅度差别较大，对平原地区农业劳

动生产率的提升程度和显著性都明显高于丘陵山地地区。可见，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在不

同地形下的影响是不同的。将全样本进一步分成中东部与西部样本之后，研究结果仍然基本保持

一致。尽管西部地区样本估计结果的显著性不高，但是从数值上来看，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

平原地区的影响还是要大于丘陵与山地地区。
四、稳健性检验

( 一) 其他衡量交通通达性的指标

在上文的估计中，我们通过虚拟变量来衡量高速公路的通达性。为检验这一指标的稳健性和有

效性，本文使用县级样本地理中心到高速公路的直线距离来衡量高速公路的通达性［1］。这种方法可

以使没有开通高速公路的县级样本也可以通过这一指标来测度其受高速公路影响的程度，这种影响

应该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弱。由表 9 的列( 1) 可知，这一系数的估计值显著为负，与预期相符。
在表 9 的列( 2) 中加入了样本所在地区是否有铁路和机场的控制变量。因为同样作为重要的交

通工具，铁路和航空运输也可以增强县域的交通通达性。由于本文并没有完整的随时间变化的铁路

和机场数据，所以本文采用 2015 年铁路和航空数据与时间变量交乘的数值作为替代变量。从结果

来看，铁路与航空运输对县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很小，其中，铁路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

只有 0． 44%，而机场通达性的提升则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完全不相关。高速公路通达性的估计结果依

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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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稳健性检验

( 1) ( 2) ( 3) ( 4)

距离连续变量 控制铁路航空 第一阶段( MST) 工具变量( MST)

到高速距离 － 0． 027 3＊＊＊

( 0． 010 1)

高速通过 0． 055 3＊＊ 0． 048 0*

( 0． 022 7) ( 0． 026 4)

最小生成树( MST) 0． 792 8＊＊＊

( 0． 011 7)

铁路 0． 004 4＊＊

( 0． 002 2)

机场 － 0． 003 6
( 0． 004 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0 970 21 109 22 526 22 526
Ｒ2 0． 759 3 0． 758 3 0． 428 7 0． 747 9
F 统计值 4 571． 1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
的数值为标准误。

此外，本文采用 Faber［35］文章中

的最小成本生成树法( MST) ，生成新

的工具变量，并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

检验。与历史道路工具变量不同，最

小成本生成树是通过选取中心节点城

市，并使用直线将节点连接起来构建

的。这种连接既要保证所有节点都连

通，也要保证连接线长度的总和最小

( 形成最小成本) 。在此基础上，就可

以计算每个县的虚拟路网通达性，并

以此作为工具变量。表 9 的列( 3) 显

示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

表明，最小成本生成树与高速公路网

络布局显著正相关。第( 4) 列为工具

变量回归的结果，结果表明，系数的显

著性与之前采用历史道路通达性作为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相一致。
表 10 剔除部分样本

( 1) ( 2) ( 3) ( 4) ( 5)

剔除少数
民族县

剔除县级市
剔除直辖市

所属县
剔除距省会

60 公里内的县
剔除行政区
划变动的县

高速通过 0． 056 1＊＊ 0． 061 7＊＊ 0． 062 4＊＊＊ 0． 067 3＊＊＊ 0． 059 7＊＊

( 0． 022 9) ( 0． 025 5) ( 0． 022 3) ( 0． 023 4) ( 0． 023 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9 460 16 772 20 687 19 401 19 062
Ｒ2 0． 756 7 0． 752 8 0． 756 3 0． 754 9 0． 759 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
数值为标准误。

( 二) 剔除部分样本

由 于 中 国 县 级 行 政 区 域 之

间存在着异质性，本文通过剔除

有可能 影 响 估 计 结 果 的 特 殊 子

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检

验。由于 民 族 地 区 存 在 诸 多 特

殊政策，在表 10 的列( 1 ) 中剔除

了样本中的少数民族县，仍然得

到显著的正向结果。在表 10 的

列( 2 ) 中剔除所有的县级市，只

保留纯粹的行政县作为样本，结

果仍然是稳健的。同时，由于近郊地区，特别是城乡接合部地区会受到城市的强烈影响，为避免这

方面的影响，在表 10 的列( 3 ) 和列( 4 ) 中剔除了直辖市所属的县和距离省会 60 公里以内的县，结

论依然相同。在表 10 的列( 5 ) 中，剔除了所有发生行政区划变动的县级样本，其回归结果也依然

是稳健的。
五、渠道识别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有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本节中将就可能存在的

渠道机制进行检验。
( 一) 农业机械化

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业生产的一个可能渠道是通过降低交通成本，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

平。Ｒozelle et al．［36］和 Wang et al．［37］分析了多种影响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因素，发现农业机械化是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为了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2004 年国务院公布

了《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17 号) ，明确规定进行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运输联合收割

机( 包括插秧机) 等车辆，在收费公路上行驶和运输，免交车辆通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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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渠道分析 1

劳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机械动力贡献度

( 1) ( 2) ( 3) ( 4) ( 5) ( 6)

高速通过 0． 030 2* 0． 019 8 0． 040 0＊＊ 0． 016 9
( 0． 015 9) ( 0． 015 9) ( 0． 019 9) ( 0． 019 5)

高速通过 × 0． 039 3＊＊ 0． 030 8* 0． 075 4＊＊＊ 0． 068 1＊＊＊

2004 年 ( 0． 018 6) ( 0． 018 5) ( 0． 022 2) ( 0． 021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0 898 20 898 20 898 20 893 20 893 20 893
Ｒ2 0． 489 6 0． 489 5 0． 489 8 0． 135 3 0． 136 5 0． 136 6

注: 表中的 2004 年，指时间是否大于等于 2004 年，是则为 1，否则为 0; 表
中的劳均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每县的农业机械总动力除以农林牧渔业从业人
员数; 表中的机械动力贡献度，指农业机械总动力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值;

劳均农业机械总动力、机械动力贡献度以及后文提到的乡村户数、从业人员数
等渠道变量均进行取对数处理; 篇幅所限，下文表格中出现就不再重复解释;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本节使用各县劳均农业机

械总动力和机械动力贡献度作

为被解释变量，考察高速公路通

达性对其产生的影响。这里仍

旧采用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 11。从结果中可

以看到，高速公路通达性显著提

高了劳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以及

机械动力贡献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利用 2004 年农机高速通

行免过路费的政策作为政策冲

击，通过加入高速公路通达性与

2004 年时间节点前后的交乘项，

进一步估计该模型。表 11 的结

果表明，2004 年后，高速公路通达性对农业机械化的作用显著上升。
如果高速公路可以通过促进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那么高速公路与 2004 年开始的促

进农业机械化政策的交乘项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应该更大。因此，本文将根据促进农业机械化

的政策时点进行分组，构建了三重差分模型。具体估计方程如下:

Yit = α + β1Hit + β2HitTt + β3Mit + γXit + μi + φt + εit ( 3)

其中: Tt 表示政策时点，如果大于等于 2004 则为 1，否则为 0; Mit表示劳均农业机械总动力。若

高速公路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则高速通过与政策时点交乘

的影响理应更大，β2 应该显著为正。因此，本文可以基于这个三重差分模型来识别高速公路是否通

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表 12 为对模型( 3 ) 估计的回归结果。此时，β2 的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 β1 的估计系数不再显著。这表明，2004 年的政策鼓励农机免费使用高速公路

之后，高速公路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提高。

表 12 渠道分析 2

( 1) ( 2) ( 3) ( 4) ( 5) ( 6) ( 7)

高速通过 0． 034 1＊＊ 0． 017 9 0． 023 7* 0． 010 6
( 0． 012 7) ( 0． 012 6) ( 0． 012 5) ( 0． 012 1)

高速通过 × 2004 年 0． 055 3＊＊ 0． 047 6＊＊ 0． 043 3＊＊＊ 0． 038 7＊＊

( 0． 016 3) ( 0． 016 6) ( 0． 015 5) ( 0． 015 3)

劳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0． 316 7＊＊ 0． 316 2＊＊ 0． 315 8＊＊ 0． 315 7＊＊

( 0． 049 8) ( 0． 049 8) ( 0． 049 9) ( 0． 049 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0 868 20 868 20 868 20 662 20 662 20 662 20 662
Ｒ2 0． 762 5 0． 762 3 0． 762 6 0． 805 4 0． 805 4 0． 805 1 0． 805 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为进一步检验该渠道对不同地形区域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分组回归，以估计高速公路开通对地形

不同的县级样本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基于统计年鉴中平原、丘陵和山地的分类，本文将样本中的县域

分为平原与丘陵山地( 非平原) 两类。由表 13 可知，与丘陵山地样本相比，平原地区高速公路开通可以

带来更加巨大和显著的农业机械投入和贡献度，而丘陵山地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则提升有限。

—04—

李 涵，滕兆岳，伍骏骞 公路基础设施与农业劳动生产率



表 13 地形异质性 1

劳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机械动力贡献度

( 1) ( 2) ( 3) ( 4)

平原 丘陵山地 平原 丘陵山地

高速通过 0． 019 6 0． 064 6 0． 015 0 0． 057 1
( 0． 028 3) ( 0． 101 5) ( 0． 033 3) ( 0． 108 4)

高速通过 × 0． 082 1＊＊ 0． 027 2 0． 082 6＊＊ 0． 071 2
2004 年 ( 0． 034 7) ( 0． 036 3) ( 0． 037 7) ( 0． 076 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6 059 14 437 6 058 14 452
Ｒ2 0． 506 1 0． 521 3 0． 208 4 0． 243 8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 二) 劳动力非农转移

在相关文献中，我们发现对农业产出

和效率有直接影响的因素主要聚焦于劳动

力的转移与投入、生产要素的投入、农业信

息化和技术升级等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增

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边际生产率较低

的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大量过剩劳

动力改善了经济的配置效率，同时提升了

农业 部 门 和 非 农 部 门 的 生 产 效 率［38］。
Wang et al．［37］分析了多种影响中国农业产

出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劳动力的非

农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良种改良和机械

投入等。基于以上文献，我们主要聚焦于
表 14 渠道分析 3

乡村户数 乡村从业人员 劳动力土地比

( 1) ( 2) ( 3)

高速通过 － 0． 011 9 － 0． 034 3＊＊＊ － 0． 036 2＊＊

( 0． 007 1) ( 0． 007 9) ( 0． 015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21 101 21 139 20 855
Ｒ2 0． 178 7 0． 151 5 0． 464 4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高速公路的通达性是否会对劳动力非农转移产生影

响。从表 14 的结果来看，在农村户籍人口并未发生

显著变化的前提下，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确实在

促进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上产生一定的作用。
中国地形复杂，经济情况各有不同，总体而言，地

形平坦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会更高一些，

而山地和丘陵地区较为贫困。从表 15 中平原地区和

丘陵山地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比来看，平原地

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明显高于丘陵山地地区，这就造

成了丘陵山地地区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机会成本要明

表 15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 万元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平原县 0． 72 0． 88 1． 37 1． 16 1． 36 1． 63 1． 97 2． 20
丘陵山地县 0． 54 0． 62 0． 81 0． 88 1． 03 1． 30 1． 54 1． 75

显低于平原地区，因此，交通条件的改善极

有可能使丘陵山地地区实现更多的劳动力

非农转移。为进一步区分不同地形下劳动

力非农转移机制的差异，我们在表 16 中将

全样本分为平原样本和丘陵山地样本( 非平
表 16 地形异质性 2

乡村从业人员 劳动力土地比

( 1) ( 2) ( 3) ( 4)

平原 丘陵山地 平原 丘陵山地

高速通过 － 0． 028 3＊＊ － 0． 032 7＊＊＊ － 0． 022 9 － 0． 025 6＊＊

( 0． 014 0) ( 0． 008 8) ( 0． 026 8) ( 0． 011 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6 195 14 642 6 193 14 641
Ｒ2 0． 121 1 0． 161 4 0． 054 6 0． 115 8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
著，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原) 。从表 16 中列 ( 1 ) 和列 ( 2 ) 的结果来

看，在高速公路开通后，非平原地区会有更

高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比例。从列 ( 3 ) 和列

( 4) 的结果来看，交通便利带来的劳动力非

农转移，缓解了山地和丘陵地区的部分人地

矛盾，释放了过剩劳动力，进而有助于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与非平原地区相比，平原地

区受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则较小。
( 三) 市场准入水平提升

长期以来，行政性壁垒和地理交通壁垒

的存在，致使区域之间长期处于市场分割状

态，进而割裂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扭曲了区域间的资源配置［39］。高速公路的开通可以提升运输效

率，客观上降低了地区间的交通成本，从而扩大市场准入范围。因此，就存在一个可能的渠道，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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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开通可以通过增加市场准入、降低各项成本支出、提升农产品市场价值，进而提升农业劳动生

产率。基于现有研究［13］，本文设定如下估计公式:

MAi = ∑ C
!–θ
ic Nc ( 4)

Yit = α + βMAit + γXit + μi + φt + εit ( 5)

表 17 渠道分析 4

最小二乘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

( 1) ( 2) ( 3) ( 4)

高速公路市场准入 0． 011 4＊＊＊ 0． 009 4＊＊＊ 0． 018 8＊＊＊ 0． 015 0＊＊＊

( 0． 003 2) ( 0． 003 0) ( 0． 005 8) ( 0． 005 7)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5 253 21 139 25 177 21 109
Ｒ2 0． 742 3 0． 758 4 0． 742 0 0． 758 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其中: MAi 是县级样本的高速公路市场

准入; !ic是县级样本间的交通成本，包含时

间和费用成本; Nc 是目标地区的年末人口

数，用以衡量经济规模。根据已有文献，本

文还估计了县级样本间的交通距离、时间、
费用以及其他相关参数［40 42］，并利用公式

( 5) 估计了市场准入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表 17 的结果表明，高速公路开通带来

的市场准入水平提升，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我们的预测相一致。
表 18 地形异质性 3

高速市场准入

( 1) ( 2) ( 3)

全样本 平原 丘陵山地

高速通过 3． 921 0＊＊＊ 4． 102 6＊＊＊ 3． 814 7＊＊＊

( 0． 154 0) ( 0． 268 4) ( 0． 163 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20 847 6 195 14 652
Ｒ2 0． 872 0 0． 880 2 0． 876 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进一步，我们还区分了不同地形下市场准入的差

异。从表 18 的估计结果来看，在高速公路开通后，全

样本、平原样本和丘陵山地样本的市场准入水平都大

幅提升。由此可见，高速公路的互联互通可以将不同

地区的经济体连接到共同的市场之中，全面提升各方

的贸易需求。综合三个方面的渠道识别我们发现，高

速公路的连通可以提高县域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农

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提升市场准入水平，进而促进农业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然而这种影响在平原地区要远大

于山地和丘陵地区。受限于地理和区域因素，农业机

械化并不适合在丘陵和山地地区推广，但交通条件的

改善，仍能够通过转移山区过剩劳动力、缓解人地矛盾和提升市场准入水平来促进农业生产。
六、结论

本文利用 1999—2011 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公路基础设施改善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当前县域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约 6%，但在不同地形区域该影响具有差异性，平原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

度要远大于山地和丘陵地区。通过分析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渠道，本文发现，高速

公路的连通可以通过提高县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提升市场准入水

平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不同地形区域所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相对来说，交

通条件的改善主要通过提升平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在丘陵和山地地

区，交通条件的改善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缓解人地矛盾和提升市场准入水平来促进农业

生产。研究还发现，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贫困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显著高于非贫困县。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如下启示: 首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新一轮农业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

物质基础，其目标旨在从供给侧消除市场和地理壁垒。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速公路建设可显

著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未来应继续以提高基础设施水平为政策抓手，增强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提高农业产出，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可通过促进农业机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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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贸易需求来提升生产效率并释放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使其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
因此，为使交通基础设施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未来各地区更应结合自身的地形条件，因地制宜地

增强配套措施，通过鼓励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消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壁

垒、打破区域间贸易和市场壁垒等方式，充分挖掘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政策红利。最后，交通基础

设施的改善对贫困县的影响尤其显著，因此，各地区应充分利用我国交通状况改善的条件，在考虑

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设计相关的精准扶贫政策，通过更好地发挥政策效果，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

力，打赢扶贫攻坚战。

注释:

①中国公路网新闻《十八大以来中央投资农村公路建设 40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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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P efficiency value is much lower than the actual value，and the loss of TFP efficiency is seriously overestimated; including

the factor of misallocation of intermediate input resources is conducive to measur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FP efficiency

accurately; variable scale returns have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degree of resource misallocation，and relaxing the

assumption of constant scale returns helps to accurately measure the loss of TFP efficiency caused by resource misallocation;

compared with the misallocation of capital and labor resources，the loss of TFP efficiency caused by the misallocation of

intermediate input resources is more serious; financing constraints，administrative monopoly and other factors are important

causes of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manufacturing． The inclusion of intermediate inputs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manufacturing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s conducive to an accurat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al situation of manufacturing resource

misallocation，and is conducive to scientific and precise policy-making． It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factual bases for the

practical improvemen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output efficiency．

Key words: resource misallocation;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intermediate inputs; scale 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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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made large-scale investments i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for rural areas． Although investment i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s considered to help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empirical studies on how it affects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re still scarce． Based on China's county level panel data from 1999 to 2011 and the traffic geographic data of the

same period，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highway opening on China's county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he

specific impact channels by constructing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and us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his paper

finds that highway infrastructur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At the same time，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endogenous problem of model estimation caused by the non-randomness of highway route planning with multiple

measurement methods，and the results remain robust． Specifically， the opening of highways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of about 6% per year in counties，with the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n plain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ausal relationships，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opening of highways can improv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by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promoting off-farm labor transfer，and improving market access． Through heterogeneity analysis，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the

impact of highway infrastructure on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n poor counti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poor counties．

Key words: highway;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topographic heterogeneity;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off-farm labor transfer; market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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